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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流:一个分析数字时代信息扩散
与观念演化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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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理解数字时代信息扩散需要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动态性和复杂

性。 本研究提出“观念流”分析视角,通过挖掘信息中承载的情绪、集体观

和偏见等三种观念,揭示平台观念流动的复杂图景。 从平台层面看,三种观

念随时间变化构成一个不同速率的多重流动体系。 从平台到用户的观念流

动看,平台推送的观念虽受外部事件影响不断波动,但用户间的观念差异并

未持续扩大、缩小抑或变得混乱,而是呈现“同频共振”的模式。 上述发现

揭示了信息扩散背后社会事实、平台和用户间的复杂互动机制。 观念流对

社会复杂动态变化的敏感性和灵活性使其有潜力广泛应用于数字社会的重

要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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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这是一个喧嚣的数字时代。 关于不同个人、话题、观念等的海量信息在各个

数字平台扩散(diffusion),形成一个个短暂而又极具爆发力的热点,不断形塑着

数字时代整体的公共领域与社会心态(哈贝马斯,1999)。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

平台信息扩散呈现高频、连续、非线性以及算法驱动等特征(韦伯斯特,2011),
不同信息、用户像是纠缠在一起的多线性集合,总是处于动态的不平衡状态

(Hepp,2022)。 上述社会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使得数字平台上的信息扩散模式及

其社会影响仍不明确,学者们一方面因公众密切关注同一公共话题而认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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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增强”(Marres,2017),另一方面则担忧数字平台暴露并

加剧一些负面社会动态,如平台上泛滥的偏见、煽动性话语(Van Dijck et al.,
2018),以及用户间不断扩大的观念分化(Walsh,2020)。

社会学长期关注不同思想、文化脚本、组织模板等的扩散模式(Bail et al.,
2019),通过追踪不同社会事物在不同行动者间的扩散和重组过程,从而尝试在

宏微观尺度上理解社会过程及其潜在的动态权力关系。 例如,文化社会学、组织

社会学分别关注文化脚本、政策原型在不同行动者间的扩散模式与机制

(Wimmer,2021)。 尽管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但已有文献多采用发送—采纳的经

典框架,分析诸如采纳者内在特征、外部社会因素等对特定事物扩散过程的

影响。
上述视角为理解各类社会事物的扩散过程及其机制提供了重要启发,但解

释数字时代的信息扩散则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不同于已有研究考察政策等如

何在较长时间跨度内被不同行动者采纳并从中提炼较为稳定的扩散模式,数字

平台的海量信息以极快速率源源不断地涌向不同用户(Thorson & Wells,2016),
这意味着不仅海量信息间的扩散模式可能存在差异,扩散模式也可能随时间而

快速变化;另一方面,信息扩散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现象,而且是社会事实、平台、
用户等多主体持续交互的结果(Luhmann,2012;Marres,2017),这种动态互动机

制使信息扩散呈现多样化的轨迹,且这些轨迹随着不同的社会情境和用户行为

而变化,难以通过传统静态模型或特定主导变量来充分解释。 社会和技术环境

的变化带来了信息扩散的高度动态性和复杂性。
为应对上述动态性和复杂性,本文尝试提出“观念流”的分析视角。 观念流

视角将信息扩散视为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现象,其轨迹受到社会事实、用户行为和

平台算法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强调挖掘信息扩散背后更深层次的观念流动

的具体过程和轨迹。 同时观念流视角不预设结构,不寻求特定变量对观念流动

的固定解释,而是强调追踪不同观念如何在不同场景中流动和演化,以更好地应

对观念流动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通过追踪不同类型观念的竞争、交汇和重叠模

式及其在不同用户间的流动轨迹,观念流视角尝试从更基础的过程和关系角度

揭示数字时代社会事实、平台和用户间的互动机制,进而更深入地理解数字时代

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动态构建与延续模式。
本研究基于“今日头条”平台为不同用户连续 22 天推送的信息数据,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挖掘海量信息中承载的情绪、集体观、偏见程度等三种不同

类型的观念,进而分析不同观念的具体流动轨迹。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基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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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行为实验所收集的连续互动数据,持续追踪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外部事件

如何跟平台、用户互动,进而形塑动态而复杂的平台观念流动。

二、文献述评

(一)流动性视角下的社会事物扩散

社会学对于社会事物的扩散有长久的关注。 20 世纪 40 年代,学者们便尝

试了解杂交玉米这一技术创新在农村居民中的扩散过程(Ryan & Gross,1943)。
延续这一经典研究,后续文献将发送者发明或提出的社会事物被多个接收者以

不同速度采纳的过程定义为扩散,使用发送—采纳框架分析了诸如组织模板、公
共政策、商业实践、流行文化等多样化的社会事物在不同行动者中的扩散过程,
并对扩散的模式、动力机制进行了详尽探讨(杨典,2018;Wimmer,2021)。

在以信息为基础、由平台算法驱动和主导的数字社会中(Marres,2017;邱泽

奇,2022),信息扩散呈现更为复杂的模式(韦伯斯特,2011),人们被不断更新的

新信息淹没(拉什,2009)。 相较于少数社会事物以较慢的速率在特定行动者间

单向扩散,数字平台的信息扩散速率极快,这些信息源源不断地涌向大量用户,
形成一个动态和互动的异质性网络(韦伯斯特,2011;乔天宇、向静林,2022)。
从扩散机制看,平台通过动态计算用户和信息的高维特征,进而对用户进行实时

的信息推送并动态调整推送策略,这意味着研究者在这一时段捕捉到的信息扩

散模式可能会因外部社会因素、信息特征、用户行为等多种因素而快速发生变

化。 因此,相较于尝试寻找稳定的信息扩散模式,更为关键的是描述和理解上述

高速变化的复杂过程(Law & Urry,2004)。
为理解高速变化的信息扩散过程,本文引入流动性视角。 传统扩散研究在

某种意义上也是关注流动,但本质上是基于二元流动的分析框架(Adey,2006;
Nail,2018),即关注信息、知识或实践等事物从一个点传递到另一个点的线性过

程,流动有着非常明确的出发地和目的地(事物从位置 A 到位置 B 的移动)。 在

二元流动框架中,人、商品、信息被视为动态和活跃的,而两端则被视为静态的不

可移动的(厄里,2009)。 社会事物扩散研究是使用此框架分析发送者和采纳者

等行动者的特征对流动模式影响的典型。 在解释数字时代的信息扩散时,二元

流动框架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平台用户的类别是高度模糊且变动的,信息扩散

是社会事实、平台、用户等多主体以不同规模、在多个场景进行交互的结果,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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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有限的属性去预测一个稳定的扩散模式无疑会遮蔽其复杂性与动态性。
相较于二元流动框架,部分研究则更加强调追踪和观察流动本身(Nail,

2018;Ingold,2021;阿伯特,2022),认为流动并非是由固定行动者主导的事物从

特定地点移动到特定地点的简单过程,而是不断进行中的流动过程配置并塑造

了不同行动者(Ingold,2021)。 在此过程中,流动不再是线性或单向的,端点、外
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力量也不再是静态的,而是相互之间不断互相影响、纠缠

而形成的一个亚稳态结构(Nail,2018)。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信息扩散的现实特

征以及关于流动性的系列讨论启发我们跳出以固定行动者为中心的二元流动框

架,要持续追踪数字平台中不同信息随时间的流变以及在不同用户中的流动轨

迹,这有助于揭示以往被视为离散的平台、用户、社会事实等之间的动态互动和

纠缠关系。

(二)信息扩散:量与质的视角

数字时代社会生活平台化带来的海量平台数据为研究信息扩散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机会,这一当代重要议题也吸引了计算机等多学科的关注。
计算机等学科的研究者聚焦信息扩散的过程,系统地分析了诸如网络结构

特征、关键节点的特征、用户之间的互动等对信息扩散速度和过程的影响

(Watts,2004)。 上述文献还大量借鉴流行病学模型,将信息扩散类比为疾病扩

散过程,将平台用户分为易感者等不同人群,使用诸如 SIR 等流行病学模型分析

信息在不同用户中扩散的概率,尝试概括信息扩散的宏观规律(Li et al.,2017)。
除了对信息的数量层次的分析外,越来越多研究从信息质量层次关注信息

扩散。 彭特兰(Alex Pentland)强调分析组织内部抽象的想法流动的重要性,指
出想法流动受到网络结构、节点连接强度和个体网络位置的影响(彭特兰,
2015)。 后续研究通过追踪不同内容信息的扩散轨迹来理解数字社会,关注诸如

假新闻、标题党、情绪性等不同内容的扩散模式(Vosoughi et al.,2018),如有研究

发现道德情感词汇的增加会显著提升信息的扩散概率(Brady et al.,2017)。 同

时,学者们也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平台上的“点击诱饵”现象愈发严

重,即那些夸张、情绪性的内容在平台上的扩散速度更快(陈华珊、王呈伟,2019;
Walsh,2020)。 针对信息在不同用户间扩散模式的研究则发现,一方面,在信息

分发过程中,平台对用户偏好的分析可能会导致忽略或排除与用户观念相悖的

内容,加剧信息茧房(刘河庆、梁玉成,2023);另一方面,平台倾向于推送具有强

烈情绪的信息,这类信息能激发用户更多互动(Brady et al.,2017),但可能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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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对立情绪,并导致数字平台情绪性和偏见等信息的增加(Bail,2021)。
对于数字平台信息扩散的跨学科关注揭示出信息扩散不只是单纯的技术现

象,而是社会事实、平台、用户在不同场景中持续交互的结果。 信息扩散轨迹一

方面反映了社会、平台与用户间的互构模式,另一方面也直接揭示并持续影响着

数字时代社会关系的构建与变化。 尽管既有研究已经初步揭示了信息扩散的复

杂性,但仍有需要深化之处。 第一,对信息中丰富的社会面向关注不足。 早期信

息扩散研究多将信息简化为单一、孤立的实体,进而以阅读量等指标分析信息的

流动模式。 这种对信息相对粗糙的处理以及更强调信息数量而非质量(哈贝马

斯,1999)的分析框架相对而言“删除了社会”,对信息的社会面向关注不足,使
得观察到的往往是表层和碎片化的信息流。 第二,尽管后续研究关注不同信息

内容的扩散模式,但未能将社会、平台和用户行为的动态互动纳入分析视角。 以

情绪性信息在平台上的流动为例,其具体流动轨迹不仅受到离散的用户行为、平
台算法或者社会事实的影响(Brady et al.,2017),更是三者互动的结果,比如面

对不同的外部社会事件,平台如何动态地依据不同用户行为推送内容,这一过程

涉及平台算法对用户行为以及社会事件本身的实时分析、用户对不同信息内容

的反馈以及社会事件对整体信息生态的冲击。 因此,信息的扩散轨迹是多主体

动态交互的结果,需要从多主体互动视角进行系统分析(吕鹏等,2022)。 第三,
平台信息扩散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这要求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假定一个

统一的平台信息扩散模式。 正如德兰达(Manuel DeLanda)所强调的,只有挖掘

信息中承载的不同类型的观念,进而持续比较不同观念的动态轨迹,才能深入理

解数字时代信息扩散的动因及其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影响 (DeLanda,
2019)。 第四,从研究设计和方法角度看,基于截面数据的传统方法难以捕捉信

息扩散过程中的互动和反馈机制,研究者需要在方法上超越固定的模式和变量

设定,以挖掘信息扩散中出现的新模式和新可能(阿伯特,2022)。

三、观念流视角

数字平台海量信息在用户间动态而复杂的扩散过程背后,是数字时代底层

运作逻辑的深刻变化(Marres,2017;邱泽奇,2022;赵一璋、王明玉,2023)。 数字

社会是由多种混合的社会和技术元素组成的生态系统(Marres,2017),社会事

实、平台、用户在多样化场景下持续交互,形成一个持续互动的复杂系统(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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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所示),信息扩散则成为上述多主体间动态交互的产物(Luhmann,2012)。
在此背景下,信息扩散可能呈现多样化的轨迹,且这些轨迹随着不同的社会情境

和用户行为而变化。 因此,要深入揭示数字时代信息扩散的轨迹及其背后的社

会机制,关键在于应对上述社会复杂性和动态性。

图 1　 观念流分析视角示意图

本文的回应是尝试提出“观念流”分析视角。 首先,观念流视角强调对信息

中承载的不同社会观念的深度挖掘,注重信息中质的变化和流动,进而捕捉信息

中丰富的社会面向。 其次,观念流视角将信息扩散视为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现象,
其轨迹和模式受到社会事实、用户行为和平台算法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强调

挖掘观念流动过程中多主体间的互动机制。 同时,借鉴过程本体论( Ingold,
2021;怀特海,2011),观念流视角尝试突破传统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分析视角,转
而关注“流”本身,聚焦于观念的动态流动过程。 该视角不预设结构,不寻求特

定变量对观念流动的固定解释(事实上,与传统相对固定的类别不同,数字平台

用户类别以及用户间关系是高度模糊化且迅速变动的),而是追踪观念如何在

不同交互场景中流动和演化。 从这个意义上,观念流视角是一种归纳性的工具,
它对“惊喜”,即那些无法用现有理论或模型预测的现象和趋势足够敏感,这种

敏感性和灵活性使得该视角能够适应数字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动态性。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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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流视角强调对多种不同类型观念流动轨迹的追踪和对比,以捕捉观念在平

台中的竞争、交汇和重叠模式。
如图 1 右半部分所示,本研究基于观念流视角,追踪情绪、集体观和偏见等

三种观念如何在不同用户间流动,并实证检验外部社会事件和用户行为变化如

何影响上述观念的流动轨迹。 之所以关注上述三种观念,一方面是因为带有明

显情绪色彩、含有偏见或者强调特定倾向的信息扩散速度更快,成为数字时代信

息生产和扩散的主要特征之一(黄荣贵等,2022;龚为纲等,2023)。 另一方面,
情绪、集体观和偏见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例如情绪可能

激发偏见,偏见又可能塑造和加强集体观(Walsh,2020)。 上述三种类型观念的

重要性以及相互间作用的复杂性为本研究使用观念流视角追踪和对比多种维度

类型不同的观念流动轨迹,进而挖掘背后复杂的社会动因提供了研究机会。
具体而言,本文将基于今日头条的互联网行为实验,尝试回答以下实证问

题:第一,情绪、集体观和偏见如何在数字平台以及不同用户间流动? 第二,社会

事实、平台、用户行为如何共同塑造观念流,特别是当遭遇不同外部事件冲击时,
不同用户推送信息的观念差异如何变化,是扩大、缩小还是变得混乱? 第三,情
绪、集体观和偏见三者流动过程中呈现何种交叉、重叠与纠缠模式?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为准确捕捉不同观念在平台的流变以及在不同用户间的动态流动轨迹,笔
者设置了 120 个不同信息点击行为的个体账号,其与今日头条平台进行连续 22
天(2021 年 8 月 9 日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的自动互动,进而持续收集今日头条

平台为不同账号推送的信息大数据。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笔者将 120 个个体账号分为八个组别,参照平台公布的

用户点击偏好设置各组点击行为,如第一组的账号会以 90%的概率去点击信息

流中带有政治、金融、科技、自然、汽车等五种标签的信息。 在用户点击偏好设置

中,本文选择基于点击信息类别的差异来设置不同用户组别。
相较于相对抽象的信息中承载的观念,基于平台标注的信息类别去设置不

用组别点击偏好,可以为观念流分析提供足够的开放性和灵活度。 后续实证分

析可以根据具体研究需求,灵活计算不同组别在不同时点被平台推送的不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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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中承载的观念,进而考察不同观念的流动模式。 此外,使用不同虚拟账号与平

台实时互动的数据收集设计可以更为灵活地设置用户行为。 在实验进行的第

14 天,笔者改变了部分账号的点击偏好,①并持续观察和追踪平台为相关用户推

送信息的变化。 根据上述设计,120 个账号经过 22 天与今日头条平台的持续自

动互动,共生成平台为不同用户推送的 2548161 条包括信息 ID、推送时间、标题、
摘要、标签、发布者、阅读量等在内的推送数据。

(二)测量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信息中承载的情绪、集体观和偏见等三种观念。 根据已有文献,笔
者将信息中承载的情绪定义为“通过语言、图像等多种媒介,使用不同的叙述方

式和视觉元素等来传递和表达的特定情绪状态”;②将信息中的集体观定义为

“信息中传递的重视群体的共同目标和责任,强调个人对群体的贡献和依赖等

价值倾向”(Oishi et al.,1998)。 将信息中的偏见定义为“某些观点或群体因信

息内容本身的选择性或倾向性而被不公正地强调或贬低”(Walsh,2020)。
尽管已有文献对上述三种观念有着较为丰富的讨论(王俊秀,2014;Brady

et al.,2017;陈云松,2022),但同时准确识别信息中研究者感兴趣的不同类型的

内容仍非常困难。 以偏见为例(Walsh,2020),识别信息中承载的偏见不仅需要

把握每个信息的整体内容,而且要有外部知识的推论能力,还需能理解信息中可

能的反讽、隐喻以及不断变化的话语类型和风格。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宝贵契机。

作为典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 具有多模态数据处理能力,在总结、抽象、
推理等多种能力上以及在处理细粒度的意识形态识别、识别文本中的隐喻与反

讽等诸多任务中达到或超过人类水平(政光景、吕鹏,2023)。 此外,作为生成式

模型,ChatGPT 能够灵活给出评分原因等辅助信息。
综上,本研究使用 ChatGPT 模型来生成信息承载的情绪、集体观和偏见。 具

体步骤如下:首先,从本研究的数据库中,随机抽取 5000 条信息,依据已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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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上文,每个组别包括 15 个虚拟账号。 到实验第 14 天,笔者改变每个组别中五个账号的点击偏

好,让这些账号开始点击跟原有设置完全不同的信息类别。
情绪除了在直观上表示个体的心理状态和反应外,还能通过文化和语言来构建,具有抽象性和社会化

特性,是抽象观念的一种类型(Ekman & Cordaro,2011),可以通过语言、社会互动、知识等媒介来传递

和理解。 本研究采用上述定义,重点挖掘文本推送信息中承载的情绪。



文献分别为情绪、集体观、偏见设定初步提示词(包括定义具体任务、期望的输

出等),之后调用 GPT -4 API 根据相关的提示词对上述 5000 条信息(标题加摘

要)进行分析,得出每条信息的情绪、集体观、偏见的具体得分,①并给出每种观

念的给分原因、情绪类型、偏见针对的社会群体等辅助信息。 其次,在得出每条

信息对应得分后,与使用 Frameaxis 模型②所计算出的对应的三种观念的得分进

行对比,挑出两个模型得分差异较大的信息。 从数据比对结果来看,相较于

Frameaxis 模型,GPT - 4 对于信息中不同观念的识别和提取有着非常高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但也存在因模型价值观设定而使其对某些信息的解读倾向于特定

的情感或价值观(如 GPT -4 将“美军撤离阿富汗”等相对中性、未带有明显负向

情绪的信息判定为 - 7 分)。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进一步细化和修改提示词,以
这些反面识别案例为例提示模型在后续识别中更为客观地给出信息中的相关观

念得分。 最后,根据调整后的提示词以及添加的说明和反面案例线索,③调用

GPT -4 API 对剩余所有信息进行分析,生成每条信息的情绪得分、集体观得分、
偏见程度得分,以及每种观念的给分原因、情绪类型、偏见针对的社会群体等辅

助信息。
2. 关键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包括用户组别、实验阶段(日期)等变量。 依据上

文,本文的研究设计允许我们灵活计算不同组别在不同时点被平台推送的不同

信息中承载的各种观念,进而考察各种不同观念的流动模式。 以情绪为例,笔者

首先计算各个组别实验第一天推送信息中情绪的均值,依据该均值将八个组别

划分为起始阶段情绪高于均值组别和起始阶段情绪低于均值组别等两个大

类。④ 在区分两个大类后,本研究尝试持续观察和比较两个大类组别间承载的

情绪的差异情况是否会随着不同外部事件的冲击而不断扩大、缩小或变得混乱。
实验阶段(日期)变量除了代表实验的进度外,还是不同外部事件的代理变

量。 在研究的进程中,每天都会发生可能影响不同观念生产和扩散的大大小小

的外部事件(如实验第 16 天为东京残奥会开幕)。 除了考察不同外部事件对信

息中承载观念的整体影响外,本文重点关注和追踪不同类型、不同方向外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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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为提高因变量的精细度,本文采用连续变量的赋分方式(情绪为 - 10 ~ 10,集体观念为 0 ~ 10,偏见程

度为 0 ~ 10 的整数)。 研究中同时检验了类别变量的赋分方式,实证结果基本一致。
Frameaxis 模型是通过设置反义词来识别文本中多维度语义的机器学习方法(Kwak et al.,2021)。
囿于篇幅,本文未给出提示词具体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获取。
为便于对比,集体观念以及偏见程度按照同样的方式分别生成两个大类组别。 在本研究中,三种观念

根据实验第一天点击信息和推送信息生成的用户组别均一致,故统一使用推送信息进行分组。



对上述不同组别的持续影响。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信息阅读量对数、信息标签(采用今日头条平台的

信息类别标签,共 113 个类别)、信息推送组别、信息在实验中是否被点击等。

(三)模型设定

在本研究关注的三种观念中,信息承载的情绪为 - 10 ~ 10 的连续变量,且
近似正态分布,采用 OLS 模型进行分析。 信息中承载的集体观与偏见程度均为

0 到 10 的连续变量,考虑到两个变量均有大量的 0 值存在,使用零膨胀负二项

(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简称 ZINB)计数回归进行分析。 此外,为进一步

比较三种观念的流动轨迹差异,本研究引入动态时间规整算法(Dynamic Time
Warping,简称 DTW)来比较和分析不同用户组别不同观念之间的时间序列

数据。

五、平台层面观念流

本节首先从平台层面分析三种观念的流动。 图 2 以河流图的形式呈现了推

送信息中承载的具体情绪类型的历时性变化①和分布,每种颜色代表一种情绪

类型,图中标签显示了具体情绪类型、该情绪类型在推送信息中的占比、该情绪

类型的平均阅读量。 由图 2 可见,今日头条平台为不同用户推送的信息中,情绪

类型为快乐的信息占比最高(37. 3% ),其次分别为无明显情绪(26. 2% )、悲伤

(18. 1% )、愤怒(10. 1% )、恐惧(5. 0% )、惊讶(2. 0% )和厌恶(1. 3% )。 这表

明,相比于无明显情绪的信息,平台流动的更多是充斥着各种正向或负向情绪的

信息。 图中的平均阅读量是指不同情绪类型在推送给用户时显示的阅读量的均

值。 由图 2 可见,愤怒、惊讶、恐惧等负面情绪的平均阅读量远大于快乐等正面

情绪信息以及无明显情绪的信息,这也表明从信息影响力的角度来看,愤怒、惊
讶、恐惧等负面情绪在平台上有着更大的影响力。 从各个情绪类型动态变动情

况可以看到,各个情绪类型随着实验日期的推进有着一定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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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直观呈现推送信息中的情绪差异,此部分使用 GPT - 4 识别出的信息中的情绪类型(快乐、恐惧、悲
伤、惊讶、愤怒和厌恶等六种主要情绪类型)进行绘图。



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信息中承载集体观和偏见程度的历时性变化和分布。 从

集体观来看,今日头条平台为不同用户推送的信息中,未明显强调集体观的占比

最高(77. 2% ),强调集体重要性得分为 1—2、3—4、5—6、7—8、9—10 等五个组

别的占比分别为 0. 2% 、0. 4% 、8. 9% 、8. 8% 、4. 5% 。 从信息承载的偏见程度这

一维度来看,在今日头条平台为不同用户推送的信息中,未承载任何偏见的信息

占比最高(90. 8% ),偏见程度得分为 1—2、3—4、5—6、7—8、9—10 等五个组别

的占比分别为 2. 0% 、3. 7% 、3. 0% 、0. 5% 、0. 1% 。 同时,从动态变动情况来看,
无论是集体观抑或是偏见程度,均随着实验日期的差异有着较大的波动。

图 2　 推送信息中承载的情绪类型的历时性变化

综上,从平台层面的观念流来看,三种观念的历时性变化和分布存在一定的

差异,且均随着实验的推进有或大或小的波动,构成一个不同速率的多重流动体

系。 由此,我们得以在相对整体的层面上理解平台推送信息的观念空间及其演

化过程。

六、从平台到用户的观念流

本节重点比较不同观念由平台向不同用户的流动模式。 这一方面有助于理

解上述平台观念空间是如何由一个个隐蔽的个体观念流汇聚而成,另一方面有

33

专题研究 观念流:一个分析数字时代信息扩散与观念演化的新视角



助于呈现观念在平台和不同用户间的流动图景,进而揭示观念流背后所体现出

的社会、平台以及用户等多主体间的互动模式。

(一)不同观念在用户间的流动

为实证探索不同观念在不同用户间的动态流动模式,笔者采用 OLS 模型对

平台为不同用户推送信息中承载的情绪程度进行考察,同时采用 ZINB 模型分

别对平台为不同用户推送信息中承载的集体观念程度以及偏见程度进行考察,
相关回归结果呈现在表 1 中。

　 表 1 三种观念在用户间流动模式的回归模型 N = 2548161

变量 情绪 集体观 偏见程度

组别(起始阶段对应观念低于均值的组别 = 0)

　 起始阶段对应观念高于均值的组别 0. 627∗∗∗ 0. 122∗∗∗ 0. 092∗∗∗

实验阶段(第一天 = 0)

　 第二天 - 0. 022 - 0. 100∗∗∗ - 0. 146∗∗∗

　 第三天 0. 132∗∗∗ - 0. 143∗∗∗ - 0. 232∗∗∗

　 第四天 0. 339∗∗∗ - 0. 218∗∗∗ - 0. 208∗∗∗

　 第五天 0. 082∗∗ - 0. 204∗∗∗ - 0. 089∗∗∗

　 第六天 0. 263∗∗∗ - 0. 229∗∗∗ - 0. 232∗∗∗

　 第七天 0. 137∗∗∗ - 0. 206∗∗∗ - 0. 224∗∗∗

　 第八天 - 0. 164∗∗∗ - 0. 065∗∗∗ - 0. 191∗∗∗

　 第九天 - 0. 016 - 0. 162∗∗∗ - 0. 294∗∗∗

　 第十天 0. 132∗∗∗ - 0. 212∗∗∗ - 0. 317∗∗∗

　 第十一天 0. 294∗∗∗ - 0. 040∗∗∗ - 0. 279∗∗∗

　 第十二天 0. 470∗∗∗ - 0. 108∗∗∗ - 0. 516∗∗∗

　 第十三天 0. 102∗∗∗ - 0. 303∗∗∗ - 0. 366∗∗∗

　 第十四天 - 0. 021 - 0. 323∗∗∗ - 0. 228∗∗∗

　 第十五天 0. 204∗∗∗ - 0. 270∗∗∗ - 0. 135∗∗∗

　 第十六天 0. 380∗∗∗ - 0. 068∗∗∗ - 0. 251∗∗∗

　 第十七天 0. 290∗∗∗ - 0. 157∗∗∗ - 0. 223∗∗∗

　 第十八天 0. 361∗∗∗ 0. 016∗∗∗ - 0. 236∗∗∗

　 第十九天 0. 382∗∗∗ - 0. 056∗∗∗ - 0. 136∗∗∗

　 第二十天 0. 237∗∗∗ - 0. 017∗∗∗ - 0. 178∗∗∗

　 第二十一天 0. 307∗∗∗ - 0. 077∗∗∗ - 0. 184∗∗∗

　 第二十二天 0. 546∗∗∗ - 0. 131∗∗∗ - 0. 314∗∗∗

43

社会学研究 　 2024. 6



续表 1

变量 情绪 集体观 偏见程度

交互项

　 第二天 × 组别 - 0. 252∗∗∗ 0. 001 - 0. 023

　 第三天 × 组别 - 0. 174∗∗∗ 0. 081∗∗∗ - 0. 108∗∗∗

　 第四天 × 组别 - 0. 438∗∗∗ 0. 099∗∗∗ - 0. 083∗∗∗

　 第五天 × 组别 - 0. 333∗∗∗ 0. 013 - 0. 098∗∗∗

　 第六天 × 组别 - 0. 363∗∗∗ 0. 023∗∗∗ - 0. 097∗∗∗

　 第七天 × 组别 - 0. 405∗∗∗ 0. 087∗∗∗ - 0. 093∗∗∗

　 第八天 × 组别 - 0. 390∗∗∗ - 0. 032∗∗∗ - 0. 185∗∗∗

　 第九天 × 组别 - 0. 446∗∗∗ - 0. 035∗∗∗ - 0. 197∗∗∗

　 第十天 × 组别 - 0. 421∗∗∗ 0. 031∗∗∗ - 0. 036

　 第十一天 × 组别 - 0. 210∗∗∗ - 0. 037∗∗∗ 0. 066∗∗

　 第十二天 × 组别 - 0. 342∗∗∗ - 0. 031∗∗∗ 0. 009

　 第十三天 × 组别 - 0. 345∗∗∗ 0. 001 - 0. 139∗∗∗

　 第十四天 × 组别 - 0. 397∗∗∗ - 0. 039∗∗∗ - 0. 075∗∗∗

　 第十五天 × 组别 - 0. 252∗∗∗ 0. 020∗∗ - 0. 051∗∗

　 第十六天 × 组别 - 0. 252∗∗∗ - 0. 050∗∗∗ 0. 031

　 第十七天 × 组别 - 0. 305∗∗∗ - 0. 025∗∗∗ - 0. 008

　 第十八天 × 组别 - 0. 354∗∗∗ - 0. 108∗∗∗ 0. 050∗∗

　 第十九天 × 组别 - 0. 441∗∗∗ - 0. 078∗∗∗ - 0. 050∗

　 第二十天 × 组别 - 0. 139∗∗∗ - 0. 005 0. 011

　 第二十一天 × 组别 - 0. 352∗∗∗ - 0. 021∗∗ - 0. 055∗

　 第二十二天 × 组别 - 0. 420∗∗∗ - 0. 065∗∗∗ - 0. 085∗∗∗

控制变量

信息推送组别(只推送给对应观念低于均值组别 = 0)

　 只推送给对应观念高于均值组别的信息 0. 551∗∗∗ 0. 421∗∗∗ 0. 016∗

　 两个组别均推送的信息 0. 211∗∗∗ 0. 363∗∗∗ - 0. 003

信息在实验中是否被点击(未点击 = 0) 0. 211∗∗∗ 0. 031∗∗∗ - 0. 048∗∗∗

信息阅读量对数　 　 　 　 　 　 　 　 　 　 　 　 - 0. 166∗∗∗ - 0. 051∗∗∗ 0. 058∗∗∗

信息类别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0. 537∗∗∗ 0. 017 - 1. 445∗∗∗

R2 /伪 R2 0. 281 0. 843 0. 338

　 　 注:∗P < 0. 05,∗∗P < 0. 01,∗∗∗P < 0. 001。

在表 1 关于信息中承载情绪的回归模型中,在控制了信息推送组别、信息在

实验中是否被点击、信息阅读量对数、信息类别等变量的前提下,笔者考察了组

别、实验阶段、组别与实验阶段的交互项对信息中可能承载的情绪程度的具体影

响。 考虑到今日头条平台为不同组别推送的信息本身就可能存在较大重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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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对实证结果有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在模型中首先控制了信息推送组别变

量。 具体来说,以信息为单位,将信息分为只被推送给对应观念低于均值组别、
只推送给对应观念高于均值组别、以及两个组别均推送等三个类别。 从实证分

析结果来看,只推送给对应观念高于均值组别的信息承载的情绪最为正面,只推

送给对应观念低于均值组别的信息承载的情绪最为负面,相对而言,两个组别均

推送的信息则情绪处于中间,这初步揭示了平台针对不同用户组别的推送逻辑。
同时,相较于推送给用户但未被点击的信息,在实验中被点击的信息情绪更为正

面,平台为用户推送的阅读量越大的信息承载的情绪越负面。 因不同信息类别

同样会对信息中承载的情绪有较大影响,该变量也被放入模型中,以控制信息类

别的可能影响。①

从表 1 关于信息中承载情绪的模型结果看,模型主效应显示,在实验开始阶

段,平台为起始阶段情绪均值高的组别推送信息的情绪明显更为正面,同时推送

信息中承载的情绪并非随着实验推进而不断趋于正向或负向,而是随实验阶段

的不同而不断波动。 模型的交互效应分析则表明,随着实验的推进,两个起始阶

段差异较大的组别被推送的信息中承载的情绪差异并未不断扩大,而是整体缩

小,但又并非随着实验推进而不断缩小,而是同样因不同实验日期而不断波动。
从表 1 关于信息中承载集体观的模型结果来看,模型主效应显示,在实验开

始阶段,对于起始阶段集体观高于均值的组别,其被平台推送的信息中承载的集

体观也得分更高,且同样会因实验阶段的不同而不断波动。 模型的交互效应分

析则显示,两组之间被推送信息所承载的集体观念程度差异并非不断扩大或缩

小,而是随着实验阶段的不同有所波动。
从表 1 关于信息中承载偏见的回归模型结果来看,在实验开始阶段,对于起

始阶段偏见程度高于均值的组别,其被平台推送的信息中承载的偏见程度更高,
且同样会因实验阶段的不同而不断波动。 最后,模型的交互效应分析显示,跟情

绪和集体观一致,两组之间被推送信息所承载的偏见程度差异并非不断扩大或

缩小,而是随着实验阶段的不同有所波动。
图 3 进一步用三个子图(图 3a、图 3b、图 3c)分别报告了起始阶段对应观念

组别与实验阶段等两个变量对三种观念影响的边际效应。 图 3a 呈现了情绪在

不同组别的流动情况,从图中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对于起始阶段差异较大的两

个组别,平台为其推送的信息中承载的情绪差异并未随着实验的进度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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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断缩小,也并非随着实验的进度而走向混乱,而是始终保持一定差异。 有趣

的是,当受到外部正向事件(如实验第 16 天东京残奥会开幕)影响时,平台为两

个组别推送信息中情绪均更为正向,而当受到外部负向事件(如实验第 8 天)影
响时,平台为两个组别推送信息中情绪均更为负向。 但不管受到哪个方向的外

部事件的影响,两个组别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差异,进而呈现类似“同频共振”的
特点。

图 3　 组别与实验阶段对三种观念影响的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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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b 呈现的集体观在不同组别的动态流动模式和图 3a 高度相似,从图中

可见,对于起始阶段差异较大的两个组别,平台为其推送的信息中承载的集体观

差异同样并未随着实验的进度不断扩大、缩小或变得混乱,而是随着不同外部事

件的发生而始终保持一定差异,呈现“同频共振”的特点。 图 3c 呈现的偏见在

不同组别的动态流动情况则与上述两图有一定差异,两个组别在起始阶段的差

异较小。 随着实验的推进,尽管大部分时间起始阶段偏见程度较高的组别被推

送信息中的偏见程度较高,但也有部分时间低于另一个组别。 这也表明,如果组

别间起始阶段差异不明显,将直接影响平台后续观念推送的精准度,因此起始阶

段差异的大小对观念流动模式有着较大影响

上述对三种观念在不同组别的流动轨迹的追踪和呈现初步揭示了平台、社
会、用户间的互动逻辑。 外部社会因素的冲击并未弥合或扩大不同组别的差

异,也未使不同组别的差异走向混乱。 相反,不同组别的差异始终保持相对稳

定,这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外部社会事实如何影响观念的形成和流动,以及平台

如何通过对不同用户的推送行为来调节不同观念的可见性和影响力。 同时,上
述发现意味着,现有文献主要分析离散的平台算法、外部事件冲击及用户行为

对信息扩散的影响,并尝试寻找相对稳定的影响模式。 然而,这些研究忽视了

观念流动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单一的稳定模式难以深入解释信息扩散及其背后

的社会机制。

(二)基于特定信息类别的观念流分析

上一小节基于平台为不同用户组别推送的所有信息考察了不同观念由平台

向不同用户的纵向动态流动模式。 实际上,不同类别信息中承载的观念变化幅

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如社会类别信息观念变动幅度较大,而饮食类别信息观念

变动可能较小。 基于此,本节尝试分别挑选出三种观念变动较大的信息标签,进
一步探索平台在面对观念变化幅度较大的信息时,如何呈现和调解观念流。 具

体而言,笔者基于 113 个不同的信息标签分别计算情绪、集体观念、偏见程度等

三个值的标准差并进行排序,挑选出“社会”“历史”“娱乐”等三类观念变动幅度

较大的信息类别,然后使用跟上一小节同样的建模策略,考察三种观念的流动

情况。
图 4 用三个子图分别报告了在不同的信息类别模型中,起始阶段对应观念

组别(分组与表 1 一致)与实验阶段等两个变量对三种观念影响的边际效应。
图 4a 以社会类别信息为例,呈现情绪在不同组别的动态流动情况,从图中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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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起始阶段差异较大的两个组别,平台为其推送的信息中承载的情绪尽管均

波动较大,但始终保持一定差异。 图 4b 则以历史类别信息为例,呈现集体观念

在不同组别的动态流动情况。 与图 4a 类似,平台为其推送的信息中承载的集体

观念尽管波动很大,但两组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差异,呈现“同频共振”的特点。
图 4c 以娱乐类别信息为例,呈现偏见的动态流动情况,其结果与前述两图有一

定差异。 两个组别在起始阶段的差异较小,平台为其推送的信息中承载的偏见

程度也波动较小;随着实验的推进,两组呈现不断交叉的流动模式。

图 4　 基于不同信息类别的组别与实验阶段对观念影响的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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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户行为变化如何改变观念流

本小节进一步考察用户点击行为的变化对观念流的影响。 根据研究设计,
笔者在实验进行的第 14 天改变用户组别部分账号的点击偏好,尝试验证上文结

论的稳健性,同时探索用户行为变化对观念流的影响。 以情绪为例,笔者将用户

组别进一步细分为起始阶段情绪均值高控制组(点击偏好始终不变)、起始阶段

情绪均值低控制组(点击偏好始终不变)、起始阶段情绪均值高实验组(点击偏

好第 14 天起发生变化)、起始阶段情绪均值低实验组(点击偏好第 14 天起发生

变化)等四个组别,其他建模策略参照表 1。 图 5 报告了四个组别与实验阶段等

变量对情绪影响的边际效应。

图 5　 不同组别与实验阶段对情绪影响的边际效应

由图 5 可见,一方面,在用户偏好逆转之前(也即第 1 天至第 13 天),无论是

起始阶段情绪均值高还是情绪均值低,其实验组和控制组(起点本身差异也非

常小)的情绪流动模式均较为一致,这验证了上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在第 14
天实验组的用户改变了点击偏好后,在起始阶段情绪均值高的组别中,实验组的

情绪流动模式迅速与控制组发生分化;而在起始阶段情绪均值低的组别中,控制

组和实验组的情绪流动模式也逐步分化。 换言之,在用户点击行为逆转后,两个控

制组(点击行为不变)仍保持着与上文类似的流动模式,而实验组的流动模式走向混

乱。 实验组在用户点击偏好逆转后,情绪流动模式迅速走向混乱,这表明当用户给出

负反馈或者主动改变点击行为时,平台会迅速适应用户的动态偏好,从而导致推送策

略的频繁调整。 由此可见,平台对外部社会事实的调节与吸纳能力依赖于用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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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稳定性,一旦这种稳定性受到挑战,观念流动模式便可能出现显著波动。

(四)观念流动中三种观念间的关系

最后,本文尝试考察不同组别内部以及组别间三种观念流动模式的关系与

结构。 基于图 3 预测出的不同组别三种观念流动的时间序列数据(共六个时间

序列),计算各个时间序列间的 DTW 距离,得到的距离矩阵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组别不同观念流动模式的 DTW 距离矩阵

组别
起始阶段情
绪较正向

起始阶段情
绪较负向

起始阶段
集体观念
程度高

起始阶段
集体观念
程度低

起始阶段偏
见程度高

起始阶段偏
见程度低

起始阶段情绪较正向 0. 00 5. 98 34. 62 29. 69 9. 98 9. 86
起始阶段情绪较负向 5. 98 0. 00 42. 37 37. 45 10. 16 10. 46
起始阶段集体观念程度高 34. 62 42. 37 0. 00 4. 31 32. 57 32. 01
起始阶段集体观念程度低 29. 69 37. 45 4. 31 0. 00 27. 64 27. 09
起始阶段偏见程度高 9. 98 10. 16 32. 57 27. 64 0. 00 0. 49
起始阶段偏见程度低 9. 86 10. 46 32. 01 27. 09 0. 49 0. 00

从不同观念内部看,起始阶段情绪差异较大的组别间的 DTW 距离为 5. 98,
起始阶段集体观念差异较大的组别间的 DTW 距离为 4. 31,起始阶段偏见程度

差异较大的组别间的 DTW 距离仅为 0. 49,上述较小的 DTW 距离表明尽管观念

流动会随着不同外部事件而不断波动,但同一观念内部不同组别的流动模式非

常接近。 从观念间的相关关系来看,情绪与偏见的流动模式更为接近,而情绪与

集体观、偏见与集体观流动模式之间的差异则相对较大。 这意味着情绪和偏见

在平台中的流动是高度联动的(尽管从相关关系看两者是负相关的),相对而

言,情绪和集体观以及偏见和集体观的联动性则较弱。 换言之,当面对特定社会

事件和情境时,情绪和偏见的扩散可能更快更同步,而集体观则更加稳定。 当

然,上述结果刻画的是初步的观念演化差异,不同观念间隐蔽的交叉和纠缠模式

背后的社会机制与长期后果等议题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七、结论与讨论

为捕捉数字时代海量信息动态而复杂的扩散过程,本文基于观念流视角,通
过追踪情绪、集体观和偏见等三种观念的连续流动轨迹,尝试呈现数字时代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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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观念流动与演化图景。 从三种观念在平台的观念流动轨迹看,不同观念的流

动并非是线性或遵循单一规律的时间序列,而是一个由不同速率构成的复杂流

动体系。 从平台向不同用户的观念流动轨迹来看,尽管平台为用户推送的信息

中承载的观念会随着不同外部事件的发生而不断波动,但不同组别间始终保持

着一定的差异,并未随着实验的推进而不断扩大、缩小或变得混乱,而是呈现

“同频共振”的特征。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已有视角,观念流视角在捕捉和理解外部社会事

件、平台和用户之间的互构模式,挖掘隐蔽的观念流动的亚稳态结构,以及揭示

不同观念之间的纠缠和互动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对观念流动轨迹的动态追

踪清晰地反映了面对不断影响着不同观念生产和扩散的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

社会事实,平台如何以惊人的准确性去调节这些观念的可见性和影响力。 观念

流视角揭示了社会事实、平台以及用户三者之间的互构模式,即外部事件不断触

发社会事实的重构,平台根据这些变化以及用户行为去调整信息流,从而共同决

定平台观念流动图景。 这也直接表明,观念流动并不受单一主导变量决定,解释

数字时代信息扩散的关键在于灵活追踪不同观念在多样化社会情境中的流动与

演变。
回到本文开头提及的已有研究关于平台与社会关系的争论,如果从单个观

念在平台的横向流动模式来看,平台观念随着不同社会事实的变化而不断波动,
对共同社会事实的关注确实可能会促进公众的社会共鸣。 如果选取一个时间截

面观察观念在不同组别的纵向流动情况,则可以看到不同用户被推送的信息所

承载观念的差异,进而引发研究者担忧用户间的观念分化。 本文关于观念在不

同组别间“同频共振”以及不同观念间的互动纠缠模式的实证发现则提醒我们,
数字时代的信息扩散本质上是维度高度复杂且不断变化的,难以单纯依靠某个

特定观念在某个时间截面的观测数据或依据特定主导变量总结的稳定模型来准

确解释。 有趣的是,不预设结构的观念流视角反而发现了观念流动中的亚稳态

结构。
观念流视角对复杂动态变化的敏感性和灵活性使其有潜力广泛地应用于数

字时代重要社会现象的研究。 例如,基于不同数字平台,观念流视角一方面能从

不同颗粒度观察外部事件发生时平台各类观念的生产过程以及在不同用户间的

扩散轨迹,另一方面也能从更长跨度分析诸如平台主导观念的形成与演化。 此

外,观念流视角还能够灵活地跨越不同颗粒度,分析不同类型、层次观念如何在

宏观结构和微观行为之间流动和转化。 换言之,通过追踪不同观念在社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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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与演化,观念流视角能够同时捕捉即时性的微观社会变化与长期性的宏观

社会变迁,进而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数字时代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社会

变迁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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